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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和口译研究（Interpreting Studies）得到长
足发展。然而谈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学界迄今仍
有两种迥然相异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在翻译
主体、认知加工过程及质量评价标准等方面存在着
显著差异，它们互相沿着不同的轨道发展，具有迥然
不同的特性，应该分而治之（Koller, 1979/1992:12），
各自成立独立的学科（Dodds, 1989: 18; Gile, 2004）。
另一种观点认为，翻译研究与口译研究同质同源，它
们从本质上而言，均是在不同语言之间对信息进行
传递的交际过程，只不过前一种主要限于书面媒介，
而后一种主要囿于口头媒介而已，两者之间有千丝
万缕的联系（Chesterman, 2004）。而在这两者的关
系之中，翻译研究相当于起着口译研究之研究母体
的作用，为后者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研究方向和
发展前景（理论创新）等多方面的指导（Salevsky, 
1993:164）。
针对上述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本文拟从翻译研
究与口译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范式入手，比较二者
之异同，分析异同背后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二者今
后在策略、角色和规范等方面相互促进的可能性，以
促进这两个领域的良性互动。
二、研究范式对比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范式”（paradigm）一
词最早由科学史学者库恩（Kuhn, 1962）提出，用来
描述在特定时期内某个学科中常见之研究方法之集
合，包括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Kuhn认为从
一种范式通过重大变革来实现至另一种范式的持续
转变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1962: 12）。这一
术语在翻译研究中亦得到运用，用于强调新研究方
法与先前的研究存在的“相对立的、崭新的和革新
的方面”（转引自 Hermans, 1999/2004: 9）。
从研究范式的角度看，翻译研究与口译研究基本
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总的来说，双方在
早期同多于异，但后期则是异大于同。
第一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
远至古罗马时期，大量的希腊文学作品被译成
拉丁语，拉开了大规模笔译活动的序幕。而随着基
督教的广泛传播，《圣经》的翻译掀起了西方史上
又一次翻译高潮。此时的翻译研究通常为这些译
者对翻译的“个人喜好、感悟性的想法”（Bates, 
1943: 15）。从公元前 1世纪 Cicero在《论演说家》
中发表应保留原作风格的主张到 15世纪 Luther坚
持用民众使用的通俗语言译《圣经》；从公元 4世
纪 St. Jerome发表“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的
观点到 18世纪 Tytler提出“翻译三原则”；从 17
世纪 Dryden对直译、意译和拟作的区分到 19世
纪 Schleiermacher提出译者或者让读者向原文作
者靠拢，或让原文作者向译文读者靠拢的两种选
择。显而易见的是，直译与意译之争、可译性与不
可译性之争始终是贯穿第一阶段翻译研究的核心议
题。不少翻译研究学者（Gentzler, 1993; Gile 1994; 
Munday, 2001, etc.）常把这一阶段归为语文学派或
文艺学派门下，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的论述大多基
于译者的工作感悟和经验总结，缺乏科学的理论支
撑，令这些总结或多或少披上神秘的色彩，最常见
的就是将翻译能力描绘成一种非常人所能习得的
“天赋”，这可以说是西方一直以来流行的俗语“翻
译家是生成而非教成”之滥觞。
相对于笔译而言，口译出现得更早，因为自人类
有了语言，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需要交流，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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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便业已存在（Pöchhacker, 2004:9）。但在 20世
纪之前，对于口译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一种
普遍的看法就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方法同样适用于
口译。口译员的地位甚至不如笔译员。直至 1919年
巴黎和会的召开，口译才作为一种正式的职业正式
登上世界历史舞台（Pöchhacker, 2008:27）。最早出
现的对口译比较科学的探讨则以 Herbert（1952）的
《口译须知》及 Rozan（1956）的《连续传译的笔记》
为代表。同这个时期及以前出现的笔译研究著作一
样，这两本著作都是作者对自己实践心得的归纳以
及对有意成为译员的学员提出的基本要求。
在第一阶段，翻译研究著作多于口译研究，但从
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看，两个领域其实基本一致，即大
家均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方法，所有相关的
文献都以从业人员的自身体会与经验传授为主要内
容。由于这些经验相互差别较大，往往让读者无所
适从，使其实用性大打折扣。
第二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
1959年，Jakobson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
中第一次采用了语言学的观点，论述了翻译与语言
之间的关系，并对翻译进行了宏观的分类（语内、语
际及符际翻译），标志着翻译研究语言学时代（或称
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
语言分析为基本方法，着重对语言间转换的规律进
行研究，翻译研究的语言学研究范式随之应运而生。
而后，Catford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1965）一
书中，将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引入翻译研究，介
绍了翻译“转换”（shifts）概念，提出翻译的中心任
务是确定等值成分。针对不可译性，Catford也从语
言学理论中汲取营养提出了以下分类：1）由双关
语及歧义等语法结构导致的语言方面不可译性；2）
由社会风俗及时代差异等非语言因素引起的文化不
可译性。然而 Catford的理论仅局限于语言的词汇
层面，没有考虑全文翻译甚至句子以上层面的翻译，
忽视了翻译的交际特征。Nida十分重视翻译的交际
功能，在《翻译的科学探索》（1964）一书中明确提
出“翻译是科学”，试图用 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
中“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说明翻译要实现的
是“深层结构”上的“功能对等”而非“表层结构”
上的“形式对应”，由此最终实现译文读者与原文读
者之间的“等同反应”。Nida的“动态对等”理论
带领学界走出了直译与意译的长期争论，开始从“读
者反应”这一全新的视角对翻译质量进行审视。在
语言学初踏翻译研究的十年里，学者们将两者巧妙
结合，一方面为之前喋喋不休的直译意译之争和不
可译性问题作出了更为理性的诠释，让翻译研究趋
于科学化，另一方面也为 70年代翻译研究学派的形
成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在笔译研究向语言学靠拢的同时，口译研究呈
现出向心理学研究靠拢的态势。一批心理学家惊叹
于译员强大的记忆力以及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协调
能力，遂将研究兴趣投向了口译这一复杂的人类认
知处理活动，成为口译研究中最早的心理学实验派。
这些心理学家以耳口差（Ear-Voice Span）（Oleron & 
Nanpon, 1965）、错误类型（Barik, 1969）、同传切分
（Goldman-Eisler, 1972）、噪音和发言速度（Gerver, 
1971）等为变量对译员工作表现进行测量，并从心
理学角度作出分析。然而一方面由于心理学家缺乏
对口译实践的认识，作出的理论预设往往脱离实际；
另一方面实验室缺乏与交际现场类似的生态效度
（ecological validity），实验室口译与现场口译缺乏可
比性，信度和效度受到局限，因而心理学家们得出的
结论也常常遭到口译从业人员的质疑。而这种不满
也悄然为后一阶段由口译从业人员主导的新一轮理
论思辨式研究的热潮积蓄着力量。
从宏观上看，这一阶段的翻译研究和口译研究作
为新兴的研究领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从其他成熟
的学科吸取营养。然而这种看似相同的趋向中也蕴
含着两者泾渭分明的差异：翻译研究选择与语言学
相结合，采用“语言学研究范式”，迎来的是对“笔
译产品”的规定性研究之路；而口译研究受到心理
学的青睐，凭借“心理学研究范式”，开启的是对“口
译过程”的实验性研究之路。
第三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中期）
Holmes于 1972年发表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
一文可视为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的宣言
书。这段时期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研究都出现了
与传统相异的突破性研究范式。
文学翻译研究出现的新范式是 Even-Zohar
（1978/2000）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他将语言、文学、
社会、文化视为多个宏观的系统，彼此相互牵制、相
互影响。同时提出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地位将决定
翻译文学在该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若翻译文
学占据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就趋于创新（同上：
193）；若处于边缘地位，则趋于保守 （同上：195）。
该理论将翻译置于文化活动大背景下，跳出了语言
学范式思维的局限，肯定了翻译和原文之外其他因
素之间的关联，有力地推动了后一阶段“文化转向”
的进程。
在非文学翻译研究方面则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德国功能主义学说。Reiss在 1971年《翻译批
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将文本功能视为翻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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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的标准之一，提出从原文和译文在功能层面上的
关系来评价译文，她认为传意（representational）、表
情（expressive）和召唤（appellative）是语篇的主
要功能，主张按语篇功能划分翻译原则与批评标准。
她的学生 Vermeer对上述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他
发现翻译中的某些问题并非仅靠语言学理论就能解
释，因而提出了“目的论”：翻译是否忠实于原文并
非衡量一切的标准，满足客户需要和翻译目的才是
最为重要的。总体而言，功能主义将翻译行为视为
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凸显了翻译活动在以往研究中
通常被忽略的社会功能和属性。
在翻译研究学科地位建立的同时，口译研究也
受到不断涌现的口译培训课程的推动，呈现以学院
为派别的发展趋势，包括莱比锡学派、苏联学派等。
这一阶段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当属以 Seleskovitch和
Lederer为代表的“巴黎释意学派”。该派反对前一
阶段心理学家将研究基于实验室测量的做法，推崇
内省式、经验式的理论推演。该派坚信理论应该用
于指导实践，所以其理论均以理想状态下最优秀的
口译表现为原型，其中以“释意理论”和“口译三
角模式”最为引人注目。“释意理论”强调口译即阐
释意义，而非对原文逐字逐句的对译；后一模式介
绍了译员应遵循的“翻译程序”：1）听源语并理解
领悟其意思；2）“脱离语言外壳”（deverbalization）
即丢开源语的措辞，记忆源语所表达的意义；3）用
译入语表达理解了的内容（Seleskovitch & Lederer, 
1995）。由此可见，该派强调口译应以意义为中心，
而非字、词或语言结构层面上的对等。以上理论至
今仍在口译培训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由于该学派
的理论缺乏与其他学派的交流，且仅限于内省式的
理论推演，最终在后一阶段寻求科学性实证研究方
法的呼声中失去其主导地位。
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翻译研究和口译研究总存
在着丝丝联系，在这一阶段，两者可谓各行其道，渐
行渐远。
第四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
翻译研究在这一阶段成为日趋成熟的学科，种种
新的研究范式亦层出不穷，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学派
有：解构主义学派、文化学派、描述翻译学派、社会
翻译学派以及综合学派。
上世纪 60年代法国哲学家 Derrida的解构主义
思想把 Heidegger反对形而上学、反对逻各斯中心主
义的哲学观点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Derrida创造
性地从语言学和符号学角度出发，阐明了意义的开
放性和非唯一性，冲破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二元对
立关系（Davis, 2001/2004）。他在论文《巴别塔》（1985）
和《什么是“确当的”翻译》（1999/2001）中率先
将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在此种新范式里，
意义的确定性被消解，传统的翻译“忠实观”被打破，
令更多的学者不再囿于原文与译文等值问题的研究，
从语言外视角审视翻译现象。
受到解构主义思潮、多元系统理论等新思想的
影响，Bassnett与 Lefevere合编了《翻译、历史和
文化》（1990）一书，正式宣告了翻译研究的“文
化转向”。翻译研究由此开始探讨历史和社会规约
等制约译者行为的“文本外问题”（extra-textual 
factors）。Bassnett否定译文应该服从原文的传统
翻译观，Lefevere认为一切翻译都是改写，强调赞
助人（patronage）、诗学观（poetics）和意识形态
（ideology）三要素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他们
还在书中探讨了社会权力行使的任意性和变动性，
及这种权力对文化产品（包括翻译）带来的影响
（1990:5）。随着各国民族意识的增强和女权主义运
动的风起云涌，印度 Niranjana倡导的后殖民主义、
巴西 Campos兄弟宣扬的食人主义及以 Simon为代
表的加拿大女权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本质上看，这
三种思潮都强调译者是原作在新时空中生命的赋予
者，致力于终结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主仆关系，并借
此提高译者的地位。这些都可以视为翻译研究文化
转向不断深化的产物。
描述翻译研究范式可以追溯到 1967年 Levy提
出的“翻译活动的特点在于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作
出决策的过程’”这一观点。他认为译者的选择并非
任意的，而是有一定规律性。Levy的这种感性认知
而后由 Toury上升到理论高度。Toury于 1976年在
比利时召开的“文学与翻译”研讨会上宣读了《文
学翻译中规范的实质和角色》一文，构建了“规范”
这一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虽然 Holmes
在翻译研究学科建立之初就提出描述翻译研究这一
分支，但该分支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直到 Toury在
《描述翻译学及其他》（1995）一书中对其作出详细
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讨后，描述翻译研究才形
成气候，建立起以目标语文本为导向，从规定转向
客观描述的全新研究视角，成为第四阶段译学研究
的重要支柱。
无论是文化学派的思潮还是描写翻译学派的主
张，虽然都跳出语言学转而从宏观角度审视翻译行
为，但它们只看到了译者对文化、对规范的被动接
受，而对于逆文化潮流而上、反规范而为之的译者行
为却缺乏解释力。Semioni在《译者惯习的核心地位》
一文（1998）率先将法国学者 Bourdieu的“惯习”
概念引入了翻译研究当中，试图弥补翻译规范研究
的缺陷，拓宽描述翻译研究空间。“惯习研究”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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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译学研究的新热点，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
2005年，Gouanvic运用 Bourdieu的“场域”(ﬁeld)、“惯
习”(habitus)、“资本”(capital)等社会学概念，勾勒
出了 1945至 1960年法国的美国科幻小说翻译场域；
再如以色列文化研究学者 Sela-Sheffy近年来也基于
广泛收集的各种资料，描绘出以色列译者在惯习影
响下构建职业身份、提升其社会地位的画卷（Sela-
Sheffy, 2005）。这些都是在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研究范
式启迪下的研究成果。
1988年 Snell-Hornby发表专著《翻译学：综合
法》，提出一种综合性研究方法，亦可称为“综合性
范式”。基于“原型”概念，她对各种翻译文本进行
了分类，并结合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理论，提
出与文本类型对应的翻译标准，尝试构建一种分析
框架来解释所有翻译问题。虽然她的分类方法还存
在问题，构建的框架也遭到质疑，但却启迪了学者
们用一种“综合性”的思维，让翻译研究适当地进
行“本体回归”，不至于迷失在宏观的文化社会研究
之中。正如 Harvey所言“译学研究所需要的……
是一种方法论。它既不会因一味强调权力、意识形
态和赞助者而忽略了必要的对典型文本实例的分
析；也不会仅仅满足于细致的文本语言分析，粗略
笼统地讨论研究的语境。”（1998/2000：466）这种
思潮也得到我国学者的呼应，如曹明伦认为要“使
两千年来的内向型本体研究和 20年来的外向型综
合研究交叉进行，从而使翻译理论与实践良性互
动”（2006: 5）；王东风也指出解构主义使我们从
文本之内转向了文本之外，从文本的语言分析转向
了与文本传播有关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2007: 
9）。当主流翻译研究都走向了文本之外的时候，我
们不难想象，它迟早还是要回来的，毕竟语言和文
本才是翻译的根本属性。
正当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社会学转向”
和“本体回归”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口译研究迎
来了“实证研究转向”。这次转向始于 1986年的
Trieste国际口译大会，一批口译学者认为“释意理
论范式”仅是对“理想状态下的完美口译”的思辨
性探究，局限性较大，于是积极寻求更为科学的研
究范式。这时，以口译过程中脑部反应为重点的“神
经语言学范式”及以研究语言与认知互动关系为主
的“认知处理范式”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这两种
范式的结合造就了当时口译研究中一批全新的跨学
科研究成果，如法国学者 Gile借鉴认知科学概念提
出“认知负荷模型”（Effort Models），以解释译员
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常用的策略，至今仍被广泛
应用到口译教学和研究中；再如早期的神经心理学
实验研究证明 90%以上的人是用左脑处理语言信
息的（Taylor-Sarno, 1981），此即“大脑侧化”现象，
但这种现象在双语人士和多语人士中却不太明显，
而口译译员都是双语人士且口译过程又常包含着
各种繁冗交错的认知活动，于是口译人士的“大脑
侧化”情况便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之一（Daro, 1994; 
Green等 , 1994）。这类实验常采用“双重任务研究
范式”（dual task paradigm），即让受试在口译（多
为同传）的过程中实施另一项简单的肢体活动，如
重复手指敲击的动作，通过比较左右手敲击时节
奏上的变化，来测量左右脑的活动情况（Corina, 
1994; Lambert, 1994）。
与此同时，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使原先处于边缘
地位的口译类型如社区口译、手语口译、法庭口译
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1995年第一届专门
针对法律、医疗及社会服务口译的国际研究会（the 
Critical Link）在加拿大召开，此后该系列会议每三
年举行一次，成为社区口译研究界的盛典。2007年
第一本手语翻译专业学术期刊《手语笔译员及口
译员》也在英国创刊；新转向重在借鉴社会语言
学（sociolinguistics）和交际社会学（sociology of 
interaction）知识，把研究兴趣从认知转向“交际
互动”，注重对口译交际功能的实现和译员角色的
研究。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 Roy（1996）在其博
士论文中对对话口译中话轮转换（turn-taking）的
研究，凸显了译员在互动过程中的作用；Wadensjö
（1998）基于 Bakhtin的会话理论框架（dialogic 
theoretical framework）证实了译员在交际中并非
“隐形人”，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会话进程的控制者。
Pöchhacker（2006）认为，这类社区口译方面的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口译研究的“社会性转向”。
这一时期，虽然从总体上看翻译研究和口译研究
都迎来了蓬勃发展，涌现了大量的跨学科研究成果，
但两者在研究范式上大体没有相似之处。似乎可以
这样总结，随着翻译研究与口译研究的纵深发展，前
者对后者的影响越来越小，口译与笔译不同的特点
得到进一步放大，这使各自研究越来越呈现泾渭分
明的趋势。
三、差异原因分析
经过以上分阶段的范式对比分析，我们不难看
出，翻译研究经历了从规定到描写、从原文到译文、
从语言到文化、从单一范式主导到多种范式结合的
发展历程；而口译研究的发展历程相对简单，先后
经历了从经验总结到实验测量、从理论推演再到实
证分析的过程。从宏观上看，这两门分支学科都遵
循从感性认知逐步转向理性分析、从小范围的学科
借鉴到大规模的跨学科融合这条学科发展的必经之
中国翻译 
2012年 第3期
· 24 ·  
路；但从微观上看，两者在各个阶段存在的差异却
不容忽视。为什么这两种语际间信息传递活动在研
究道路上会产生诸多差异？笔者将试从以下三方面
作出解释：
1）研究对象：口译活动被称为最复杂的人类活
动之一，它要求译员在短时间内完成听辨、理解、记
忆、表达、协调甚至笔记（连续传译中）等多项任
务，这也是口译区别与笔译的最显著特征。面对这
种多任务处理活动，人们最为好奇的往往是译员的
脑部活动是否有别于常人？他为什么能记忆海量信
息？他又是如何做到“顾此及彼”的？以上种种疑
问催生出口译研究与认知科学、神经学、心理语言学
等学科的结合。由于笔译并不涉及多任务处理，因
此认知处理范式、心理实验范式、神经语言学范式很
少运用于笔译研究中，而成为口译研究的独有范式。
笔译活动虽不受明显的时间压力限制，但却受制于
语言学、美学和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规范，这是形
成语言学研究范式、文化研究范式、描述性研究范式
和翻译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原因。口译研究也要
遵循以上规范，但译员及口译研究学者多是将之视
为语言学知识或百科知识简单地纳入专业技能范畴，
因而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2）材料收集：口译产品转瞬即逝，不容易收集
和分析，这是造成口译研究发展晚于笔译研究的主
要原因之一。虽然录音机的发明使口译产品的保存
成为可能，但口译现场录音的不可为性（译员不同
意）或保密性（内容涉密）等人为因素，也大大限
制了口译产品的获取。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实验法
成为收集口译产品的有效手段，实证研究也成为口
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笔译产品较易获取及保
存，因此在翻译研究中实验性研究罕见。
3）研究人员：翻译研究学者与口译研究学者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仍不多见。虽然 Seleskovitch（释意
理论）、Gile（认知负荷模型）和 Toury（描述性研
究方法）都试图兼顾口笔译，但他们的努力或是未
能引起相邻领域学者的兴趣，或是淹没于口译与笔
译的巨大差异之中，如 Toury的描述性研究方法也在
口译中得到应用（Schjoldager, 1995/2002），但口译
中的描述性研究还需要照顾到译员的语音语调和肢
体语言、口译现场环境、译前准备等多种因素，这就
大大提高了此类研究在实际操作中的复杂性，阻碍
了其实际应用。
四、合作前景展望
尽管口译研究与翻译研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
异性，但正如 Gile在谈到口译研究与翻译研究的
潜在合作性时所言，既然口译和笔译之间存在如此
多的共性，两者的差异亦能产生一定的相互启发性
（2004: 23）。具体说来，我们认为这种相互启发性可
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策略研究：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不断提
升，笔译与口译从外在形式上都发生了一定的转型
（Gambier, 2004: 63-64），如媒体翻译和网络翻译的出
现，使笔译人员也面临极其严格的时间限制，在这种
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借鉴某些口译员特有的工作
策略呢？鉴于此，比较口译与笔译策略将会是有趣
的研究课题。
2）角色研究：随着市场需求的转变，笔译
任务中文学翻译减少、商务及法律文件的翻译增
多，口译任务中会议口译减少（英语日益成为会
议通用语）、医疗和法庭口译增多，这些与日俱增
的市场需求，凸显了口译和笔译活动的交际性特
征，翻译传声筒的时代已经过去，笔译员和口译员
的角色也日益多元化，成为富于挑战性的研究课
题。例如，Mason就曾倡导用 Goffman的参与框架
（participation framework）综合分析交际参与各方的
角色（2004:93）。
3）规范研究：上文中说到第四阶段翻译研究和
口译研究都加强了与社会学的联系，这反映了学界
对口、笔译活动社会属性的重视。加之相关技术的不
断成熟，口、笔译语料库也日益丰富，这使我们能从
更宽广的视野探求口、笔译规范。语料库翻译研究不
一定要局限于同一种模式下，比如运用可对比语料
库比较笔译产品与口译产品之间的异同，Shlesinger
就曾用此方法展开了对“口译腔”（interpretese）的
研究（2008: 237-254）。
五、结论
Pöchhacker曾指出，总体上看，迄今为止就口
译研究发展的影响力而言，来自其他学科的路径比
来自其兄弟学科（翻译研究）的路径更具决定性
（2004:48）。以上对翻译研究与口译研究理论范式流
变过程的梳理也再次证明了上述观点：两者之间在
学科发展的早期曾有过不少交集，但随着学科的深
入发展，对各自学科特征的认识亦不断增强，如今
双方之间的相互借鉴程度十分有限。然而，近年来
两者不约而同与“社会学”的互动以及上文对两者
在策略、角色和规范研究中合作的展望，都呼应着
两者间不容忽视的交互启发性。因此，虽然各自的
发展轨迹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所不同，两者本
质上的相似性仍为双方铺设了宽广的合作空间，预
示双方将在共谋中迎来更多的共赢。
*本研究得到香港理工大学编号为 LTG09-12/
SS/CBS及 A-PC1M的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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